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徐　进　赵鼎新

提要: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昌地区均发生了抗税民变 , 但是苏州民变历时
仅为五日而武昌民变却前后拖了两年才得以根本解决。为什么两地民变有
着如此不同的发展? 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出发 , 本文提出了如下观点:万历
跨越地方科层及精英集团 , 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 , 使得明朝政
权在税收问题上几乎成了一个寡头国家 , 这是民变频发的根本原因。但是虽
然明政权在税收问题上性质的转变是民变发生的主因 ,导致两地民变不同发
展的则是在税使进驻后两地地方科层仍享有的自主性程度及处理民变时所

具有的理性决策能力的不同。苏州民变得以迅速解决主要因为该地科层在
税使进驻后仍保有着自主性从而为其理性处理民变提供了可能 ,武昌当局则
因为在税使到来后丧失了这些能力从而使民变走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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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万历年间 ,大规模战事不断 , ① 加之税收系统效率低下 、军制

败坏 ,中央政府陷入空前财政危机 。② 公元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为

扭转中央及皇室的财政颓势 ,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向全国各地派遣宦

官充任矿监和税使 ,以扩大财源和增加税收力度。万历的这一政策不

但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 ,而且诱发了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抗税骚乱 ,

史称“民变”或“兵变” 。③ 但是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活动风起云

涌 ,其结局却大相径庭。在 1601年苏州的民变中 ,一个名叫葛成的丝

织工人指挥成千上万的民众冲击了税使孙隆的衙门 ,杀死了多名税务

官员 ,焚烧了他们的住宅 ,迫使孙隆逃往杭州 ,给了孙隆临时增设的税

务机关以致命的打击 。可是 ,这场民变虽然起始规模巨大 ,它给社会和

1

①

②

③ 参见汤纲 、南炳仁在《断代史系列·明史》(2003:762-771)中关于由此项政策而导致的民

变和兵变的统计。

明初军队采取卫所制。在 16世纪中期的抗倭战争中 , 一些东南省份采取了直接由将领
在农村招募青年的募兵制。募兵的战斗力强 ,并因与将领的私人关系紧密而易于指挥。

但由于募兵所耗费的饷银要大大高于卫所兵 ,这便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关
于募兵制度和帝国财政关系的讨论 ,请参考黄仁宇(2001:374-385)。关于江南各省份募

兵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将领私人关系的讨论 ,请参见孔飞力(1990:128-129)关于戚家军的

记述。

主要指平定宁夏 、播州叛乱以及援朝对日战争所需要的巨额军费 ,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
大征” 。



平民财产带来的损害却相对较小 ,随着葛成在第五天戏剧性地前往官

府投案自首 ,当地政府体面地结束了此次危机 。而在同时期的武昌 ,类

似的抗税骚乱自 1599至 1601年间两次爆发并演变成当地军队和民众

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其最严重时甚至造成了湖广全境行政和交通

的瘫痪。为什么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苏州和武昌的抗税骚乱会演变出

不同的发展模式 ?换言之 ,为什么苏州民变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解

决 ,而武昌民变的规模却一再升级 ,并最终发展成整个湖广地区局势的

失控呢? 本文将试图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一个

初步解答 。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地方精

英集团 ,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 ,这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

题上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个从科层制国家(bureaucratic state)到寡头国家

(autocratic state)的转变 。① 太监税使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 ,其

政绩也仅仅体现在税收数量上 ,与地方政府相比 ,他们的权力有很大的

向上不向下倾向且行为具有很大的短期性 ,因此他们的许多杀鸡取卵

的做法成了各地民变的根源。同时 ,万历的这种跨越地方科层和精英

集团的做法因为“不合祖制”在中央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 ,在地方难以

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 ,这就大大加剧了国家内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

从而为国家对民变的处理提供了变数。但是 ,万历的税收新政虽然在

多处引发了民变 ,这些民变的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在比较了苏州和

武昌两地的民变发展后 ,我们认为造成民变发展不同方向的最为重要

的因素就是在税使进驻后地方科层在处理地方事物上仍享有自主性的

程度以及统治集团在民变发生后的理性决策能力 。

苏州税务是国家财政命脉 ,苏州织造局因此自永乐年间就已经由

皇帝派遣的太监来管理。苏州官员对税使太监的存在并不陌生 ,税使

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权限界定也因为有长期的磨合而比较清楚 ,或者说

税使在苏州的运作已在常年累月中被例行化了(institutionalization)。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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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寡头政体指的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 ,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

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 ,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
力;与科层制政体不同 ,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不信任科层和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

志和权力跨越科层而作出种种决策。由于寡头喜好跨越科层 ,其决策不容易理性化。寡

头政体也很难消化和吸收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 即韦伯所说的 “例行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的能力很差。关于寡头政体的详细定义请见迈克丹尼尔的论述

(McDaniel ,1991)。



体来说 ,太监孙隆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授命“带征苏松等处课税”之

前已经是主管苏杭织造的太监 , ① 苏州地方官员对孙隆早已熟悉 ,他

们没有对万历的任命表示公开反对 。由于苏州官员与税使之间在表面

上相安无事 ,授命后的孙隆虽然权力大了一些 ,苏州官员在军事和行政

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使得民变发生后苏州地方

官员能利用其政府能力与民变群众达成良性互动 ,并审时度势地将民

变迅速加以控制 。而在武昌 ,太监陈奉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派遣到

荆州市征收店税后马上就遭到了地方官员的反对 ,当地有的官员鼓动

本地名流组织民众来驱逐税使及其委任的爪牙 , ② 有的官员则通过巡

按御史及科道官员在万历面前控告陈奉的不法行为。③ 这种直接对抗

税使的做法导致了万历的压制 ,一些官员因此丧职 ,而告御状行为却被

万历理解为朝中官员有意向他的“新经济政策”挑战。两因相加的总体

结果是 ,太监陈奉的权力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地方政府沦为

陈奉的附庸。武昌地方政府在平时缺乏对税使势力的约束力 ,因此税

使行为张狂 ,而在民变发生后又无力成为独立于税使之外的一个能驾

驭民变的力量 ,从而不能对民变作出理性的对策。再加上武昌地区官

员在通过科道官告御状时卷入了京城的党争 ,这更激怒了万历 ,使得他

在决策时偏袒税使。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延缓了政府对民变的处

置 ,武昌民变因此历时数年才得以平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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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下是明代中央决策的一个主要模式:在明代 ,作为皇帝私人秘书处的内阁要比作为行

政机关的六部享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内阁大学士因此是中央政府实际的总长官 ,虽然

在名义上大学士的品阶要比六部尚书低。作为皇帝的私人参谋 ,内阁大学士可以将自己
的分析和建议由条旨票拟的方式附在各种奏章后面一同送交皇帝 ,皇帝通常会优先考虑

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皇帝批复后的诏书必须发给六部尚书 ,经六科给事中讨论后再予以
实施。如有不妥 ,六科给事中可以实行封驳权 ,将诏书退回皇帝要求重新拟定。设在中

央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 ,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 ,分别对应监察全国十三个省级行政单位
布政司。都察院的最高长官和六部尚书同称“七卿” ,是京城的主要高级官员。六科给事

中和都察院的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都是七品衔 ,他们组成了中央政府中主要的低品级官

员群体 ,并称为“科道官” 。他们的品级虽然低 ,但却可以对皇帝的诏书提出反对意见 ,也
可以弹劾任何中央或地方上的高品级官员。有关明代政治制度的详细讨论请见钱穆的

论述(钱穆 ,2001)。

根据汤纲和南炳文的统计 ,湖广地区有十二个行政府(州)县及商业市镇在第一次武昌民

变前发生过当地民众驱逐陈奉的抗税骚乱。参见汤纲 、南炳文(2003:764)。

《明神宗实录》 ,卷 331。



一 、理论背景

国内有些学者曾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万历年间苏州和湖广地区

的民变作出过分析(洪焕椿 , 1980;汤纲 、南炳文 ,2003)。在他们眼里 ,

万历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许

多阶级和阶层的联合行动” ,而它们的失败则在于民变“反映了当时工

商业者以及手工工人 、小商贩在政治上的幼稚” ,从而没有“从社会制度

的高度上提出变革要求”(汤纲 、南炳文 , 2003:771)。这类解释敏锐地

抓住了晚明时期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这一事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意

识到晚明时发达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 ,因为市场经济

与在英国首先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赵鼎新 ,

2006a)。同时 ,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 ,这些作者力图寻找出抗税骚乱者

本身所能代表的阶级或阶层。但是 ,正如汤纲和南炳文先生自己所指

出的:“参加这些民变和兵变的人员 ,包括了城镇中的工商业者 、手工工

人 、小商贩 ,由诸生 、举人 、乡官组成的乡绅 ,以及其他城市居民……地

方官……常有以某种方式对民变加以支持者……” (汤纲 、南炳文 ,

2003:770-771)民变和兵变的参与和支持者包括了如此广泛的社会阶

层 ,除非我们能论证这些不同阶层人士参与骚乱的主要基础是他们的

阶级认同 ,否则仅仅根据客观身份来推断他们的主观阶级认同是决不

可取的(Mann , 1993:chap.15-18;Thompson , 1968;赵鼎新 , 2006b:第

七章)。更重要的是 ,从苏州和武昌两地的兵变发展来看 ,虽然万历时

期各地发生了多次骚乱 ,它们的发展遵循着不同轨迹 ,可是我们看不出

这些地方的百姓在阶级意识的强弱这一点上有什么差别 ,因此阶级理

论很难对本文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

通过对近代中华帝国和同时期欧洲国家抗税骚乱的比较 ,王国斌

(Wong , 1997:250-251)认为当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开始渗透到地方社

区进行征税的时候 ,中国的地方社会却因为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而出

现了不同的权力集团 ,并开始挑战国家征税的权力。当中央政府力图

增加税收以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时候 ,这一政策因为不能获得地方官员

及名流的支持而引发了抗税骚乱。王国斌对于近代中华帝国中央政府

权威下降 ,由此引发对地方失控的描述符合明清晚期的历史事实 ,也和

一些早先的研究成果互相呼应(Skocpol , 1979;孔飞力 , 1990)。王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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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分析中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纳入对中国近代集体行

动的考量之中 ,这些都是阶级理论所不具有的特点。但是在他的分析

模式中 ,国家尚处于一个较为被动和抽象的地位 ,国家性质的改变在中

国偌大的一个国度似乎有着一致的效应 。王国斌所关心的是中国和欧

洲在同一时期内的异同 ,他的理论因此不能回答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即

为什么在万历年间这一历史背景下 ,苏州和武昌两地起源相似的抗税

骚乱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形式 。为解答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跨越王

国斌所采用的一种比较粗放的历史比较视角来考察苏州和武昌两地地

方政府的不同性质 ,以及它们与税使和朝廷之间的不同关系对民变发

展的不同影响。

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是本文的根本理论视角 。对此我们将略加说

明。自斯考契波发表了《国家和社会革命》(Skocpol , 1979)一书以来 ,

国家的性质及国家社会关系对于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已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如 Collins , 1993;Farhi , 1990;Foran , 1997;Goodwin ,

2001;McDaniel , 1988 、1991;Wickham-Crowley , 1992;Zhao , 2001)。① 这

里 ,古德文在对有着殖民地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进行研究

后强调了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革命运动强弱和成

败的关键 。法国式的直接统治因为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而容易引发

反法统一战线和革命的形成 ,而英国和美国式的间接统治(即在殖民地

办学校 、建立法制 、培育当地中下级官僚 、推行自治)则笼络了当地的精

英 ,阻止了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Goodwin , 2001)。古德文和斯考契波提出了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

性的一般理论(Goodwin &Skocpol , 1989)。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科层化

程度 、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是预测该国革命

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趋势的关键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层化程度 、对不同

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高 ,这个国家就最不可能

产生革命 。反之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层化程度 、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

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低 ,那么这个国家就最有可能产生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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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一般将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视角的形成归功于托克维尔在《旧政体

与法国革命》一书(Tocqueville , 1955)。托克维尔在书中将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路易十四

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他认为路易十四的成功集权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
到国家手中 ,使得法国贵族丧失了其社会功能 ,国家权力直接插入民间 ,许多原本属于地

方性的经济问题因而转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由此埋下了法国革命的火种。



在对于西方工人运动的研究中 ,凯兹内尔森及迈可 、曼等人均采取了国

家建构视角(如 Katznelson , 1985;Katznelson &Zolberg , 1986;Mann ,

1993:chap.15-18;Marks , 1989)。他们指出 ,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

意识乃至阶级政治的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工

人运动的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以俄国十月革

命和伊朗革命为基础 ,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

系作出了分析(McDaniel , 1988 、1991)。与斯考契波和古德文的工作不

同 ,迈克丹尼尔在他的分析中着重依赖了国家合法性和例行化这两个

概念 。他指出 ,寡头政体的执政合法性一般来源于传统而现代化过程

却旨在打破传统 ,现代化过程因此会给寡头国家带来合法性危机 。此

外 ,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在于寡头的领导能力 ,寡头因此往往不信任组

织的力量而喜好通过个人意志和权力作出决策。这种政体很难适应在

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的社会并缺乏对由现代化而引发的种种社

会矛盾例行化的能力 。因此 ,由寡头政体来领导的现代化过程无论成

功与否往往都会引发革命 。

以上这些工作 ,以及大量此处未能提及的研究国家和社会运动关

系的工作 ,为本文的分析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但是目前对国家性

质以及结构性行为和集体行动动态关系的研究一般以一个国家的中央

政府为单位 ,而本文的分析重点则在两个地方政府 。本文想说明 ,正是

因为在万历新政后苏州和武昌地方科层所受的冲击不同以及两地的科

层与朝廷的关系不同 ,两地的民变发展形态才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

苏州地方科层体制在万历的税收新政后仍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性以及与

朝廷较为和谐的关系 ,这为国家在民变发生后采取理性对策提供了可

能。武昌则因为地方科层在新政后得罪了万历 、卷入朝廷中的党争并

最后沦为太监税使的附庸 ,地方科层的无能和朝廷的党争使得它们对

民变无法及时采取理性对策。

此外 ,目前对国家性质以及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和集体行动动态关

系的研究均集中在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上 ,而本文所研究的民变则发

生在古代中国社会。关于把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并以此来进行各种社会

学研究的合理性在司丹墨的工作中已有了详尽的阐述(Steinmetz ,

1993),本文仅针对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运用于研究古代中国社会集体

行动的合理性作出一个简要的回答 。

罗马帝国垮台后西方的国家势力长期处于微弱的地位 。在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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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 ,地方事务一般由地方贵族和教会自行管理 ,因此社会矛盾往往是

分散和地方性的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 ,地方性的暴乱和骚乱时或有之 ,

但全国性的社会运动 、动乱和革命既没必要也没可能 。在现代民族国

家的建立过程中 ,西方国家的力量逐渐增强 ,原来属于地方贵族和教会

的权力逐渐为国家所有(Anderson , 1974;Tilly , 1992)。国家既然接管

了这些事务 ,就得为它所作出的政绩和败绩负责 ,地方性问题因此上升

为全国性的和政治性的问题 ,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运而生(Tilly ,

2004;赵鼎新 ,2006b:第六章)。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

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直接后果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分

析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

前 ,中国的科层制农业帝国是世界上对社会渗透力比较强 、管得也比较

宽的一种国家形态。此外 ,中华帝国的皇家统治又以“天命”作为一个

主要的合法性基础(Creel , 1970)。天命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只要统治

者关心臣民的福祉 ,他就拥有由上天授予的统治人间的神圣权力 ,倘若

他未恪尽其职便将遭受被推翻的厄运。这种“天命观”在西周初年出现

时显然有着强烈的宣传色彩(赵鼎新 , 2006a)。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在

中国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 , “天命观”的背后却

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 ,即所谓“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人民有权推

翻不称职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的起义活动无一例外都带有

这一观念的印记 。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各种形态的传统国家中 ,中

国是惟一频繁发生意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大规模起义的国度 。中国古代

的强国家传统以及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均决定了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在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其他集体抗争事件中的重要性 ,这也为我们运用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来分析万历年间的民变提供了基础 。

以下我们将从苏州和武昌万历“新政”施行开始 ,来分析两地民变

的发生背景 ,以及这些民变如何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能力和国家政治背

景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①

7

论 文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① “新政”指万历派遣宦官到各地征税以及开矿来扩大财政收入的做法。下同。



二 、苏州民变(1601年)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 ,即督

征苏州及杭州周边府县的各类商业税收 。孙隆将其衙门设置在苏州城

中由他主管的苏州织造局内。苏州织造局建于洪武元年 ,是国家控制

的手工业工场 ,负责提供宫廷所需的岁造缎匹。① 从嘉靖年间开始 ,苏

州织造局开始采取“领织”制度 ———即将岁造这一徭役的征收面扩大到

所有当地的织户范围内 ,而只保留少部分的在籍匠户来完成剩余的岁

造配额。明朝中叶后 ,这一商业税收方式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

征收定额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第二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因为

徭役征收面可大可小 ,而征收面的扩大牵扯到户籍调查 、价格制定以及

分派解运等众多操作上的问题 。一旦处置失当 ,就会引发民愤。

这两个特点使得苏州织造局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紧张的

关系 。钦差太监拥有扩大岁造定额的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由此引发的社

会不稳定 。更重要的是 ,当地政府一般并不能从这项税收中获得利润 。

相反 ,为了完成指派的税额 ,当地政府有时甚至需要挪用部分资金去弥

补亏空。当地官员因此往往不愿意配合太监来完成这项工作。孙隆奉

旨“带征”后有权插手苏州地方政府的税收事务 ,他与本地官员的矛盾

必然会变得更大 。但是 ,毕竟苏州官员已有着长期和税使太监包括孙

隆打交道的经验 ,故与武昌不同 ,孙隆的任命并没有马上引发地方官员

的群起反对 ,从而避免了与万历皇帝直接对垒的后果。

明代由地方政府和户部共同管理的钞关以及税课司局所征收的商

业税率一直很低(黄仁宇 ,2001:300-308),孙隆显然认为这里面有很

大的增税潜力。他的扩税政策也正是从商业税开始 ,这就有了所谓的

“税务初兴 ,民咸罢市”(《明神宗实录》 ,卷 361)。遭到苏州商民罢市的

抵制后 ,孙隆调整了其税收策略 ,采取了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新法

(《明神宗实录》 ,卷 361)。他模仿京城宦官同僚所采用的城门征税方

式(Tsai , 1996:170-173),在通往苏州城的主要水道及各个城门安插

8

社会学研究 　2007.1

① 有关明代苏州织造局组织及其运作的记述 ,主要依据孙 所修的《苏州织造局志》以及一

些碑刻资料如文征明的《重修苏州织造局记》等(收录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 1、2
页)。另外 ,也参考了段本洛 、张圻福所著的《苏州手工业史》(1984)第一章中关于苏州织

造局在明代历史变迁的概括。



由自己委任的税官 ,向过往商贩征税。他们征税的范围极广 ,连小商贩

及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农民也不放过。① 万历在任命中并没有提及

太监税使和当地政府的税务系统(即“有司”)的具体权限划分。孙隆的

一些做法 ,特别是小范围多税卡的设置 ,势必造成严重的重征叠税。

这一税收政策施行后 ,丝织原料由于运输费用的提高而价格上扬 ,

同时“行商”的减少又导致了丝织成品需求的锐减 。苏州地区的商业和

手工业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其中 ,丝织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

万历二十九年春(1601年),苏州地区暴雨成灾 ,不仅粮食减产 ,而

且还因蚕桑地被淹而造成丝价进一步提升(参见朱国祯 ,《皇明史概·皇

明大事记》[ 1984:卷 44])。五月中旬 ,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 ,与当

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他在年初提出的税收预算。当地官员迫于形势答

应暂时挪用地方的库存银来填补部分预算亏空 ,其余部分则不得不取

自于民间。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曹时聘在苏州骚乱后发回的报告

称:“五月初 ,(孙)隆入苏 ,会议五关之税。额数不敷 、暂借库银那借 。

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华 、徐成等十二家 ,乐委查税。擅自加增 ,

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 。人情汹汹 ,讹言四起”(《明神宗实录》 ,卷

361)。而根据朱国祯的《皇明史概》记载:“每缎一疋 ,税银五分;纱一

疋 ,税二分 …… 所织纱缎 ,悉付玄妙观用印 , 而后准发卖”(朱国祯 ,

1984:卷 44)。从这两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孙隆此时甚至违背了自

己曾承诺的“不征坐贾”的原则 ,开始向本地织户收取生产税 。

明朝钞关和税课司局的大部分人员是从地方里甲征用上来的书办

和隶卒。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报酬 ,也不给工食 ,甚至还要缴纳指派的税

额。这样的税官在征税时自然就会有很大的滥用职权的倾向(黄仁宇 ,

2001:300-308)。问题是 ,政府常规税务系统至少有审核制度以确认

税收代理人是否有舞弊行为 ,而孙隆临时设立的征税部门却没有类似

的审核制度 。② 因此 ,税监委派的税收代理人就变成一个十分有利可

图的职位 。税使本人和他的随从经常通过出售这些代理人职位来获取

额外的财富。已然获取这些职位的人则当然就会通过敲诈勒索来为自

己谋求更多的财富———只要交足税使分派的额度 ,剩余的就归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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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官府的税收机构有胥吏代为核查。官员为了确保自己的升迁 ,也不希望下属有过分的贪

污腐败行为而遭到科道官员们的弹劾。太监在这方面的压力显然要小得多。

参见《吴葛将军墓碑》(收录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 383、384页)。



有。这就有了曹时聘的报告中“棍徒”这一字眼。可以想象 ,敢于谋取

这些税收代理职位的人 ,不仅要有一定的“购买”能力 ,还要承担相当的

恶名和人身安全风险 。有社会地位的本地名流一般不会涉入此道 ,而

普通民众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和胆量来获取这些职位 。于是 ,一些有帮

派背景的无业人员就成为了最佳人选。据称一位名叫丁元复的本地巨

绅暗中支持了这些人投效孙隆 ,并很可能为他们向孙及其参随黄建节

支付了购买税收代理人职位的费用。其中不少“积棍” 甚至可能是丁

元复曾雇佣过的家丁仆役或者私人保镖 ,他们属于宋代以来在城市中

产生的“帮闲”群体。①

孙隆违背他的许诺对丝织行业征收生产税是苏州民变的直接起

因。② 进入六月 ,机户开始全面罢织。这马上就断绝了每日聚集在玄

妙观前等待织户雇佣的数千机匠的生路 。同样 ,几千名染工也因为染

坊关门而顿时处于失业状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 361)。六月六日 ,

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 ,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

领。随后 ,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所在地玄妙观道院 ,举行了

誓神仪式 。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 ,严禁趁乱

哄抢当地居民的财物 。随后将参与者分作六队 ,每队由一人率领 ,持蕉

扇为号 ,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

葛成并没有直接指挥队伍攻打临近玄妙观的苏州织造局 ,而是将

队伍拉出了苏州城东南的葑门去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 。明代苏州城东

多为丝织业工人及机户的聚居地 ,而城西则分布着众多地方名流的住

宅 ,也是当地官府衙门所在地 。③ 苏州城内驻有约四千余名官兵 ,大部

分分布在城西南的官府衙门区 。葛成的行动路线显然是为了避开城西

官军 ,或避免与地方名流的私人卫队发生正面冲突。在葑门外的觅渡

桥边 ,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成为民变的第一个牺牲品 。据称 ,黄建节当时

正在殴打一名因进城购买生活用品而被重复征税的哭泣着的买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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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了苏州府衙和临近的吴县和长洲县衙门 ,甚至应天巡抚的主要办公地点也在万历时

期从南京迁至苏州(参见 Marme , 2005:35-36)。

以下关于苏州民变的叙述 ,主要根据《明神宗实录》 、《明史》 、《定陵注略》和《吴葛将军墓

碑》的描写综合而来。另外还参考了同治《苏州府志》关于苏州民变的相关记载。

这个推断是有一定依据的。根据马莫(Marme , 2005:.243)的论述 ,苏州巨绅的住宅通常
采用“委托—代理”制度雇佣社会无业人员作私人保镖 ,这些人通常来自一些诸如“打行”

的黑社会帮派。另据同治《苏州府志》对苏州民变的采录 ,丁元复在事后雇佣杀手报复了
一位取笑自己的当地名流 ,并杀人灭口。这显示丁的确控制了相当强的黑社会势力。



农。愤怒的人群在葛成蕉扇的指挥下向黄投掷石块 ,当场将其砸死 。

事已至此 ,葛成再次要求众人宣誓:“今日之事 ,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

为利 ,则天下其孰能说之 。有听吾约束者从 ,否则去”(见《吴葛将军墓

碑》)。众人再次对天发誓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 ,而不

得侵害苏州居民 。民变群众并不是要“造反” , 而仅仅是为了替当地百

姓除害 ,并且其对象又是当地官员也甚为不满的太监税使 ,这就给当地

政府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持观望态度留下了余地 。

葛成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城 ,一路没有受到守城官军的阻拦 。

民变的组织者们事先都备有“手摺”插在腰间 ,上面书写有每一个需要

惩罚的税官的姓名及住址 。民变的参与者有组织地包围了这些税官的

住宅 ,并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走的人员都被捉绑在大道上 ,很快被愤怒

的人群殴打至死 。因为有事先拟定的惩罚名单 ,这就降低了民变中产

生趁火打劫的可能性。一条有代表性的证据显示:“次日(指六月七

日),误入一民家 。其家以经济为业 ,无他祸犯 ,跪而迎之门请罪 。首者

取腰间手摺视之 ,曰:误矣 。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于腐店为邻故也。首

者即率诸人罗拜……仍趋彼税官家”(参见文秉 ,1976:365)。据已有史

料记载 ,当地只有一户名流的住宅遭到了洗劫 ,即暗中支持征税的巨绅

丁原复家。① 组织者甚至还告诉税官住宅附近的居民做好准备 ,防止

火势蔓延。② 他们向邻里解释这次行动的原因和目标 ,并出示手摺核

对每一个惩罚对象。有记载说 ,葛成还亲自击杀了一个趁乱抢劫平民

财产的家伙 ,“起义者” 因此而名声大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惩

罚税使及其爪牙的行动中来。

到第四天(6月 9日),几乎所有的税使委官都被消灭 。民变的组

织者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 ,再次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

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 ,而并非一次反政府的叛乱。榜文宣布本次行动

已经取得胜利 ,同时告诫苏州居民注意维护秩序 ,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

叛乱 。这个榜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变者向当地政府提交的申诉报告 ,

给了政府中的温和派官员反对大规模搜捕以对民变群众进行“秋后算

账”的理由 。同时 ,民变的组织者也力图通过这些榜文获得当地名流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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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州城内广泛分布的河道为防火准备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

还有一名曾充任税官的州判童某死于此次民变。但据称他是由于跳入税卡附近的河道

中逃跑时“中寒”而亡的 ,因此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的住宅曾受到过攻击(参见文秉 ,
1976:365)。



论的支持 ,从而给官府的事后清算政策带来压力。第五天 ,苏州当地政

府开始下令抓捕骚乱的参加者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葛成挺身而出的

那一幕。当地政府于是顺水推舟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姿态来进

行民变的善后工作。

回顾抗税骚乱的全过程 ,当地政府始终能够自主地决定如何应对

不断发展的局势 。这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民变参与者一度包围了苏

州织造局内孙隆的署衙。在包围之前 ,孙隆曾恳求知府朱燮元派驻军

镇压但被拒绝。知府的理由是 ,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 。没有派出驻

军在民变发生之前将那些组织者逮捕 ,是他作为官员的失职;但民变既

已开始 ,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加重民变的祸害。同

时 ,考虑到城中的军队官兵仅四千名左右 ,而参加和支持民变的人越来

越多 ,派兵镇压将是“众怒难犯 、抱薪救火”。无奈之下 ,孙隆只得翻墙

避匿于附近的官宦家中。① 在焦虑不安中渡过两天后 ,孙在一个夜晚

偷乘小船逃往杭州 ,并从此往后再不敢前往苏州巡视。

拒绝了孙隆的请求后 ,苏州政府及时向骚乱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

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 ,与民变的参与者展开对话。为了平

息民愤 ,朱燮元出人意料地宣布杖责并逮捕了几个逃往官府寻求庇护

的税使委官 ,人群的愤怒开始平息 ,聚众开始消退 。朱太守的态度恢复

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对委官的逮捕也减少了民变组织者事先拟定的

惩罚对象 ,民变于是迅速平息 。由于苏州地方政府有能力控制民变 ,故

无需借助中央力量来平息事态 。相较于下文叙述的武昌民变 ,由于苏

州民变能在当地官员的主持下顺利解决 ,中央政府内复杂的派系关系 、

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的意气之争 ,都没有为骚乱的平定增加变数 。

与武昌的例子相似 ,民变后织造太监孙隆和当地巡抚曹时聘同时

上奏万历皇帝汇报情况。孙隆的上疏言辞激烈 ,而曹的报告则详细地

分析了民变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 ,并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与武

昌的地方官员不同 ,曹在报告中避而不谈万历“新政”这一根本问题 。

他首先分析了苏州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民变前那场水灾对经济的影

响 ,然后强调了参随黄建节的种种舞弊行为如何恶化了局势 ,导致了民

变的产生。曹在报告中明显暗示民变的参与者并无意挑战朝廷的权

威 ,而葛成得以“一呼响应”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有着“轻心易动 、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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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考证说是退休的原苏州籍大学士申时行家中(参见段本洛 、张圻福 , 1984:183)。



讹言”的民俗。曹还强调了民变参与者只针对税官而不扰乱邻里的特

点 ,并告知皇帝民变的主要头目葛成已经向当地政府自首 。他在奏文

中甚至还引用了葛成的供词 ,使皇帝相信这次民变确非真正意义上的

谋反叛乱 。曹时聘在奏章的结尾处还委婉指出 ,相比于苏州地区数百

万的税收岁额 ,实在不值得为了所得才六万多的附加商税而破坏这个

财赋重地的稳定 。①

此后许多驻京高级官员也向皇帝表述了淡化解决苏州民变的好

处。户部尚书赵世卿等诸多朝中高官联名上疏 ,希望皇帝注意苏州等

地区的稳定问题(参见文秉 ,1976:366)。这些奏疏的语气温和 、观点务

实 ,促使万历在巡抚和税监的报告之间做出了偏向巡抚的选择 ,而没有

将它们视作科道官员反对自己“新政”的政治阴谋 。万历于是颁布了一

道上谕 ,要求只追查葛成等民变组织者的责任 ,并且要求当地政府严厉

追究那些已经被捕的税务委官的贪赃枉法行为。地方官员对这道圣旨

做出了倾向性的解读 ———葛成等人在监狱里被加以礼遇 ,而那些税官

则被判处死刑 ,成为了政府平息民愤的牺牲品 。

三 、武昌民变(1599-1601)

武昌民变与苏州的相比无论在发生到发展上都有很大差别 。太监

陈奉是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派遣到荆州市征收店税的 。与苏州不

同 ,陈奉在抵达荆州后所面对的是当地官员的强烈不合作。例如 ,荆州

府的推官华钰公开责打了擅闯府署的陈奉随从 ,并上报巡按御使要求

严惩陈奉 。华钰还同黄州经历车任重在临近的沙市 、黄州等地暗中组

织商民 ,武力驱逐陈奉派往这些地区的税官。另外 ,襄阳 、荆门等地的

官员也在不同程度上阻挠陈奉征税和开矿(参见《明史》 :卷 237 、305;

《明史纪事本末》 :卷 65)。同年夏季 ,在接到陈奉的上疏后 ,万历皇帝

下旨逮捕了在鼓动民众阻挠陈奉征税和开矿问题上崭露头角的华钰及

车任重 ,并对另外三名知府和知州做了降职任用的处罚(《明神宗实

录》 :卷338)。

万历年间 ,中央官员之间有着实利派和道德保守主义派之间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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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万历二十八、二十九年税监所进内库的税银(参见文秉 ,1976:264 、271)。



斗。具体划分谁是实利派或道德保守主义派官员不是易事 ,但是一般

来说实利派官员多为内阁大员 ,他们更能理解和接受万历的“新经济政

策” 。而道德保守主义派官员则以科道官为核心 ,他们认为万历在派遣

宦官到地方开矿征税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不合祖制”而加以激烈

反对。① 对万历来说 ,武昌地方官员的态度是对他“新政”的公开挑战 ,

而武昌官员和太监税使之间的剧烈对抗以及万历任性的决策使得武昌

问题马上就与中央的派系斗争交织在一起 ,其结果是武昌的地方科层

成了中央党争的牺牲品。

武昌地区官员和太监税使之间的争斗发生后 ,地方官员通过巡按

御史以及南北直隶的科道官员向皇帝反映陈奉的种种不法行为 ,但他

们的报告往往被万历束之高阁(即“留中不发” ,不发给内阁讨论)。万

历有时甚至会把这些报告视作朝中官员有意向他的“新政”提出挑战 ,

因而谴责提交报告的科道官员 ,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

的弹劾当地官员的报告 ,皇帝则立即要求内阁加以讨论并拟定处罚措

施。这种偏袒陈奉的做法显然不能使得在京科道官员心服 ,而当时业

已开始的京城官员的党争纠纷迫使高级官员们在这一问题上小心翼

翼。②高官的沉默加剧了皇帝和科道官之间的对立 ,这些都大大减低

了在武昌民变爆发后国家的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 ,万历和科道官员紧张的对立关系改变了湖广地区太

监税使和州府官员之间的力量对比。一些地方官员被整后 ,陈奉被赋

予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除了拥有在湖广地区的主要行政及商业中心征

税的权力外 ,陈奉还负有湖广境内采矿及铸币等多项任务(参见《明神

宗实录》:卷 344;Tsai , 1996:180-181),陈奉手中握有的权力要比苏州

的织造太监孙隆大得多。此外 ,湖广地方官员面对上疏无效(甚至会带

来更倒霉的结局)这一事实 ,只得对陈奉和他的税官表示顺从。于是乎

地方科层的自主性急剧萎缩 ,而税使则肆意攫取地方税收以及其他相

关权力 ,直至能动用地方的行政及军事力量为自己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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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一般可以认为 ,从万历十四年后持续不断的“争国本”斗争是万历中期京城党派纠葛

的肇始。而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则基本奠定了朝中“实利派”和“道德保守主义派”
的人事布局。有些史书沿用历史上的“邪(阉)党 、正党”来命名它们 ,我们则运用了比较

中性的命名(参见汤纲 、南炳文 , 2003:666-699)。

这主要指万历皇帝怠政以及在储君问题上想“废长立幼”等等举动。实利派官员在第二
个问题上也持反对意见。但与道德保守主义者相比 ,实利派官员对万历要宽容许多。



地方科层权力的萎缩不但危害了当地的一般百姓 ,而且危害了地

方精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史料如此记载了陈奉和他的征税人员敲诈

勒索武昌 、汉阳等地士绅和富裕商人:“陈奉暨常千户等指称搜税 ,诈骗

官民之家 。武汉二府尤甚 。如常乡官周乡官等家 ……其次生儒之家

……又次商贾之家……各勒数千百金 ,总计不下十余万”(文秉 ,1976:

353 、354;《明史》 :卷 305)。这种敲诈勒索可能还不仅仅限于武汉两府 。

大学士沈一贯在奏章中提到:“ ……不独省城 ,即通省无不怨奉”(《明神

宗实录》 :卷358)。

陈奉还借口开矿 ,大肆开掘湖广各地的古墓。鉴于中国民众历来

信奉风水之说的传统 ,这种行动引起了古墓附近居民的恐慌和怨恨 。

征税人员还经常诬陷当地名流盗取古墓财宝 ,以便勒索更多的钱财 。

湖广巡按曾上疏要求皇帝阻止这种随意开掘古墓的行动 ,但他的上奏

同样被“留中不发”(参见《明史》 :卷 305;《明神宗实录》 :卷 340 、345)。

不同于苏州民变 ,湖广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抗税骚乱是由武昌的

一名生员发起的 。① 据记载 ,陈奉的税官在该生员家敲榨钱财的同时 ,

还侮辱了他的妻女。这显然突破了当地名流可以承受的心理极限。万

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众生员一齐前往设在武昌的湖广(巡)抚

(巡)按衙门口击鼓鸣冤 ,要求当地官员为他们讨回公道 。

隆隆鼓声迅速引来了数万名曾经遭受过陈奉及其爪牙欺诈的当地

士民 ,但是抚按及其他当地官员却不敢露面解决这一争端 。于是就有

人开始大哭鸣冤 ,悲情很快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这时 ,有人开始攻击临

近的陈奉署衙 ,向其丢掷石块并纵火焚烧。许多人乘机涌进署衙 。地

方官员动用军队驱散了涌入陈奉署衙的民众 ,但陈奉已被打伤 ,陈手下

的许多税官也在冲突中丧命。愤怒的士民在巡抚 、巡按和其他湖广主

要官员的反复劝告下几天后逐渐散去 ,但陈奉却借此机会调动武昌驻

军配合自己的私人卫队对当地士民进行了报复。许多当地居民因此丧

生 ,住宅被毁无数。

次年二月(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将此次民变的详细情况

上奏万历皇帝 ,希望能够惩办陈奉和隐瞒真相的湖广巡抚支可大 。根

据吴的奏报 ,在大规模骚乱发生前就有居民向当地官府报案 ,要求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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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关于武昌民变的叙述 ,是根据《明神宗实录》 ,《明通鉴》 ,《明史纪事本末》以及《定陵

注略》的相关记载综合而来。



滥用权力的税官 。但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却是“付之长叹 ,无可奈何”

(参见文秉 , 1976:354)。吴中明的奏疏同样没有得到万历的批复 。更

为不幸的是湖广佥事冯应京 ,因为他曾逮捕过陈奉的下属 ,还上疏皇帝

弹劾过陈奉 ,故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遭到降职并调边疆地

区的处罚。这一圣旨发往吏部后 ,遭到京城科道官员的联合抵制 。户

科给事中田大益和御史李以唐等联名上疏 ,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

接到救疏后气愤异常 ,指责田大中等人结党营私包庇冯应京 ,并索性将

冯革职为民永不录用 。三月六日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等再次上疏援救

冯应京。万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除了训斥杨应文等人之外 ,将对冯应

京的处罚进一步上升为就地逮捕 。为避免官员的阻挠 ,皇帝使用了由

宦官掌握 、并对他直接负责的情治系统“锦衣卫”来执行这一命令 。锦

衣卫缇骑持圣旨星夜兼程奔赴湖广 ,要将冯应京扭解回京治罪。同时

遭到逮捕的还有两名襄阳府的官员 ,一名武昌府的同知和一名枣阳县

的知县(参见《明史》 :卷 237;文秉 ,1976:323 、324)。

万历二十九年三月 ,锦衣卫缇骑进入武昌 ,当地士民“向率痛哭” ,

为冯应京等人喊冤。缇骑进入武昌后 ,陈奉得意之余竟然派遣随从在

全城张贴告示 ,揭示冯应京的“祸恶” 。这等于公然挑衅士民的情绪 ,并

把冯被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面对陈奉这种做法 ,当地政府竟然慑于

淫威而给予了默许(参见《明史》 :卷 237 、305)。这些告示一经出现后 ,

马上就有几万名愤怒的士民涌向税使署衙。一个规模达整个湖广地区

的民变由此引发 。陈奉见情势危急不得不躲入附近的楚王府中 。因为

楚王府守卫森严 ,且冒犯王府是谋反的重罪 ,士民转而泄怒于地方政

府。他们放火焚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 ,痛骂巡抚支可大袒护陈奉 ,并把

多名来不及躲进楚王府的税官手脚捆绑后扔进长江 ,两名锦衣卫缇骑

也在动乱中被砍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 ,因此陈奉在躲入楚

王府后 ,暗中派遣参随三百人 ,带领赶来的官兵追杀起事的士民 。聚众

的士民虽然被杀散 ,整个事态并没有因为镇压而平息下来 ,事实上军事

镇压成了整个骚乱走向扩大化持久化的一个转折点。

武昌民变的消息传开后 ,整个湖广地区的主要府 、州和县都发生了

类似的抗税骚乱 ,全省的行政和交通陷于瘫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

是由于被捕的湖广佥事冯应京在囚车中一再呼吁士民不要和朝廷对

抗 ,才稍稍平息了武昌的局势 。但是 ,其他湖广地区的骚乱依然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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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陈奉躲在楚王府中 ,一个多月都不敢外出 。

至此 ,当地政府完全丧失了自主平息民变的能力 ,不得不求助于中

央政府的干预。而京城的党争连同皇帝和科道官员的意气之争却给民

变的妥善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干扰 。湖广巡抚支可大见局势已经失控 ,

遂请求万历皇帝将陈奉调回。陈本人也表达了这个意愿 ,但万历却拒

绝回应这些请求 ,并荒唐地扣押了这两份十万火急的报告 。从万历皇

帝接到支可大要求撤回陈奉的报告开始 ,到大学士沈一贯第一次上奏

请求撤换陈奉和支可大为止 ,整整间隔了 19天 。而又经过了 8天后 ,

皇帝才给内阁作出了正式的答复。① 但此时万历仍认为群臣是在借助

武昌事件来挑战他的新政 。

万历此时可信任的只有太监了 ,他于是决定派江西税监李道前去

调查情况 。李道于四月发回的报告中证实了陈奉贪赃枉法的行为并提

到陈奉“征多解少 ,欺匿国课” 。至此万历才传谕内阁讨论平息湖广局

势的事宜 。然而 ,万历又不能容忍群臣以此为借口 ,在开矿收税的问题

上质疑他的所作所为 。② 于是 ,在传谕内阁的同时 ,万历同时指责了中

央及地方各级官僚不能及时处理此次民变来替他分忧 。③

万历皇帝对巡抚紧急报告“留中不发”的做法固然是导致武昌民变

加剧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 ,在京高官因为害怕卷入这一政治风波而不

愿挺身而出陈请皇帝 ,这也肯定延缓了民变的处理。从沈一贯的第一

次上奏中可以发现 ,他对湖广局势的了解程度比起支可大此前透露给

皇帝的信息要深入得多。那么 ,他为什么不马上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皇

帝呢? 沈是京城官员中的“实利派” , ④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愿去催

促皇帝撤换税使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会得罪万历 ,而且也不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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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推测 ,可以从后来沈一贯和另一位道德保守主义派大学士沈鲤的政

治斗争中得到印证(参见汤纲 、南炳文 , 2003:680-689)。

万历皇帝的上谕颇有强词夺理的意味。他指责地方官员不能在平日维护税使和当地居
民的关系 ,还指责朝中官员不及时向他奏报湖广的局势并拿出应对方案。他似乎忘记了

自己以往偏袒税使 、连续处罚当地官员这一事实。他肯定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冷处理各种

奏报的行为是降低行政效率的直接原因。关于万历的上谕请见《明神宗实录》 ,卷 358。

事实上 ,这种激进的质疑往往充斥于科道官员以往雪片般的反对报告中。“新政”的收入
归于皇帝私人账户这一事实是产生这种质疑的重要原因 ,尽管万历强调会将这些收入用

于赏赐军队。万历平时还经常迫使户部支付他个人的小额账单 ,这引起了持道德保守主
义立场官员的不满(参见黄仁宇 , 2001:395-397)。

关于日期的估计 ,按照《明神宗实录》卷 357 、卷 358 ,以及卷 360几次主要奏疏的入报时间

为基准进行推算。



在实利派阵营中的领袖地位。所以 ,直到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后 ,沈一贯

才递交了这封语气颇为无奈的奏疏 ,反复强调撤换陈奉并不影响新任

税使征收同等的税额 ,并希望万历能够理解他“不得不奏”的苦衷 。

沈一贯的第一次上奏在 8天后才得到万历的回应。与苏州的例子

相比较 ,这种迟缓也许和万历与保守主义派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

据史料记载 ,直到湖口税监李道发回了一份弹劾陈奉的奏疏后 ,万历才

要求内阁针对沈一贯的奏章提交详细的应对措施。① 但万历在措辞中

似乎更在乎惩处当地平乱不力的官员而非税使本人。

在把握了万历的心理后 ,沈一贯在前后两次连续的奏疏中提出了

一个折衷方案。② 他避谈“新政” ,只是建议革除湖广巡抚支可大的职

务 ,并派遣工部左侍郎赵可怀接替他 。考虑到新任巡抚的资历威望对

平息民变的作用 ,沈一贯力主派文职官员前往 ,以免引起当地百姓“再

生他变” 。沈建议新任巡抚应该以安抚为主 ,其次才是暗中查访民变的

组织者以及民愤极大的税收人员 。等局面得到控制后 ,再将他们逮捕

治罪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 ,沈在奏章中强调了推选赵可怀是经

过内阁 、六部及都察院的高级官员秘密讨论后决定的 ,这样就避免了公

开廷推这一关。在当时的情况下 ,公开廷推势必造成科道官员趁机挑

战 “新政” 从而惹恼万历的糟糕后果 。一旦万历被惹恼 ,新任湖广巡

抚的人选问题就可能被再一次搁置 ,这会使局势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接到沈一贯的奏疏后 ,万历马上发布了一道上谕给吏部 ,批准了赵

可怀的任命 ,限五日之内启程赴任 。赵可怀到任后便发回报告描述当

地局势的发展情况。根据赵的描述 ,当他进入荆州的时候 ,数万名士民

包围住他的车队 ,哭诉陈奉的罪行 ,在他反复告知陈奉已经“取回治罪”

后仍不散去。惶恐中 ,新任巡抚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吏部咨文交给士

民传阅。众人看到了上面的确写有处罚陈奉和支可大的字样 ,方才满

意并逐渐散去。这时距离中央政府接到最初的警报已经过去了 75天 ,

而从万历二十七年的民变初发算起 ,湖广地区民变竟前后断断续续两

年才最终得以平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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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事实上 ,陈奉调回京城后并没有治罪。万历皇帝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并继续处罚上疏弹

劾陈奉的科道官员(参见《明史》 :卷 305)。

两次上疏只间隔一天 ,沈一贯在第二次上疏的奏章中明确提出了接替湖广巡抚支可大的

人选(参见《明神宗实录》 :卷 358)。

在沈一贯上奏后的第三天 ,万历收到了李道的这份报告(见《明神宗实录》 :卷 358)。



四 、总　结

苏州民变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在于税使进驻

后地方政府仍保留了处理当地事务的自主性 ,这使民变能够在地方科

层的主导下得到处理 。在民变发生前 ,苏州的地方科层并没有鼓动当

地士民反对税使 ,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在税使问题上过早与万历形成

正面冲突从而被击垮 。在民变发生后 ,苏州地方科层因握有基本的行

政和军事资源而有能力独立制定应对措施 ,无需受制于税使(及其代表

的皇权)。苏州地方官员拒绝了税使孙隆派兵镇压的要求 ,从而避免了

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民变过后有足够的权威去恢

复社会秩序。在对待抗议民众方面 ,苏州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合理的

介入 ,从而控制了事态的发展。苏州知府下令逮捕了几位到官府寻求

庇护的税官 ,并进入街市向士民宣布了这一消息。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

一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它既向民众做出了一种支持的姿态 ,又含蓄地警

告了闹事者———政府依然拥有执法的能力 ,抗税行动应该适可而止 。

这一逮捕行动还缩小了民变的打击范围 ,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威信 ,为重

新恢复地方秩序打下了基础。

苏州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还削弱了中央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对解决民

变的负面作用。没有证据显示京城的党争和科道官员激进的道德保守

主义立场在苏州民变的处理上显示出很大的影响 。中央官员对此次民

变的惟一一条评论是:户部尚书赵世卿提醒皇帝注意近期系列民变对

地方治安带来的不良影响(参见文秉 ,1976:366)。万历皇帝也按照常

规的行政程序及时对苏州民变的处理方式给出了意见 。他的意见是相

对温和的 ,仅仅要求追查葛成等“为首鼓噪”的人 ,同时还明确要求地方

官员严加追查那些在民变中幸存的税官的贪赃枉法行为。中央政府的

及时反应更加强了地方政府在民变后对局势的控制 ,这和中央政府在

武昌民变中扮演的角色形成了强烈反差 。

反观武昌的民变 ,湖广当局的自主性和政府能力的缺失是导致民

变失控的最大原因。湖广部分官僚在税使到来之际就纵容甚至鼓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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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流组织民众来驱逐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 。① 湖广部分官员还通过

科道官告御状攻击税使并连带攻击万历“新政” 。万历无法处罚上疏的

科道官员 ,只好以地方官员依托在京官员实行“党护”为借口 ,通过处罚

他们来发泄对科道官员“不敬”的怒气 。② 就这样 ,湖广官员卷入了京

城的党争 ,成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斗气的牺牲品。此后地方科层的

权力在皇权的威慑下迅速萎缩 。由于害怕丢失官职 ,当地主要官员不

得不依附于税使 ,这就降低了湖广当局在地方精英和民众心中的威信 。

在平时 ,人们对湖广当局的不满很快随着税官肆无忌惮的敲诈行为而

蔓延 ,湖广官员的无能被当地民众视为和税使沆瀣一气的表现。当民

变发生时 ,湖广当局和税使一并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

由于自主性的丧失 ,湖广当局面对民变显得毫无能力。就军队的

调度权而言 ,由于税使陈奉对当地官军有实际的支配权 , ③ 民变发生

后当地政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 ,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了

官军镇压民变。然而 ,在当时的军队和民变群众的数量对比下 ,军事镇

压不仅不能扑灭骚乱 ,反而触犯了众怒 ,民变于是往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湖广当局的行为模式还破坏了其与本地名流之间的关系 ,从而把

地方精英推向骚乱参与者一方 。由于沦为税使附庸的地方政府完全站

在了民变的对立面 ,处在骚乱中的地方精英无法不站在民众一边;在这

种紧急关头任何亲地方政府的姿态都会使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受到民

变的威胁 。至此 ,除了撤换当地主要行政官员或调动军队进行全面的

武力镇压 ,中央政府已没有其他较为可行的办法来扭转局面了。

在缺乏独立处理民变能力的情况下 ,湖广地区政府不得不求助于

中央政府的干预 ,这就在民变的处理过程中带入了京城复杂权力斗争

的因素。民变发生后 ,京城中众多持道德保守主义立场的科道官员趁

机上奏 ,要求皇帝处罚税使 ,并连带攻击万历“新政”乃至质疑皇帝的个

人道德品质。在这种情形下 ,万历当然不肯让步 ,高级官员也不敢轻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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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奉也拥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参见《明通鉴》 :卷 72;另见《明史纪事本末》 :卷 65)。

有很多科道官员为反驳皇帝的这种“党护”指责 ,会马上提出辞职。这种英雄般的做法通
常会博得同僚们的掌声 ,但却并不能解决地方官员和矿监税使之间的矛盾。

根据汤纲 、南炳文(2003:764)的统计 ,湖广地区有十二个行政府(州)县及商业市镇在第

一次武昌民变前发生过当地民众驱逐陈奉的抗税骚乱。



妄动 ,以免误落政治陷阱 。① 在这种情况下 ,武昌民变的信息传到中央

后 ,为了避免遭到科道官员们的新一轮指责 ,万历迟迟不愿与在朝官员

商讨局势对策。中央的高级官员们又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下瞻前顾后 ,

统一意见经久不能形成 ,这些都延误了解决民变的时机 ,使得整个湖广

地区的局面在很长时期内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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